复旦国际汉语教学往事杂说
陈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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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复旦的粉笔生涯中有十几年的岁月是在从事国际汉语教学中度过的。校史室的朋友嘱我写点这方面的回忆，爰成此篇以应命。记错说错在所难免，谨请批评指正。
开创有成：胡裕树先生和《今日汉语》
国际汉语教学，即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以往多称为“对外汉语教学”，一般包含两大块：在本土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和在外国进行汉语教学。
复旦大学的国际汉语教学起始颇早，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代，中文系就有老师派往国外任教，我记得一位是鲍正鹄先生。当年学校里就有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留学生。那时胡裕树先生还指导几名日本留学生（据说是二战中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学习汉语语法——他们和我们（1957级）一起听胡先生的课，课后还同我们交流讨论。至1960年代的文革前一段时间，复旦开始了成规模的留学生汉语教学，那就是招收了数以百计（可能有二百多人）的越南留学生。学校专门成立了留学生办公室，其汉语教学的全局管理工作是由胡裕树先生主持的。先生是一位学术水平高、管理能力强的语言学专家，当时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年学者，他和许宝华、汤珍珠老师组织和带领一批刚毕业的青年教师，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很有成效地组织教学、培育师资，形成体制，使复旦大学的留学生汉语教学开创有成。
文革过后，复旦就接受了为海外华侨编写系统的汉语教材的任务，由胡裕树先生受命主编了《今日汉语》（课本、练习册、教师手册等）14册，于198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新时期最早推向海外华侨的系统汉语教材，也是当时国家汉办（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世界推荐的第一批对外汉语教材。先生在组织编写这套教材的过程中又着意培养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为复旦对外汉语教学注入了新鲜血液。胡裕树先生是复旦国际汉语教学的一位奠基人和开拓者，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
上世纪90年代初，胡先生虽然不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但他仍十分关心学校的国际汉语教学的建设，很早就嘱托我向有关领导建言，应该招收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学科上可先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安排于他主持的现代汉语专业，然后逐渐独立，把这个新兴学科在复旦树立起来。这表明先生具有远大的学术眼光和开拓精神！遗憾的是当时学校有关领导缺乏这样的认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意识和认知，先生的意见未被采纳。我也深感愧对师尊！后来，不少兄弟院校都先于复旦招收对外汉语教学硕士生、博士生，确立学科点，逐渐显出了他们的优势与影响，而复旦在新世纪以后再想在这方面发力，那自然也就不免丢失了不少先机。
复旦模式：学院建制与教学体系
复旦从1974年起就恢复接受外国留学生（当年有16名）。而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学校留学生汉语教学的规模日益扩大，至1980年代中期，留学生已达数百人。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复旦于1987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集留学生教学、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专门学院——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而且在政通路280号以整座院落建造学院的用房与设施。这种学院建制，被业界称为“复旦模式”。许多兄弟院校接着采用这种教学、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模式建立学院，甚至连名称也几乎都叫“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这种学院建制，对当时国家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当年，还有一个被人称举的“复旦模式”，就是我们所建构的“细化级次，逐层递进，纵横配套”的对外汉语教学新模式。从1986年起，老师们就开始酝酿对留学生汉语教学加以改革。经过探讨，集思广益，逐渐形成了一个“细化级次，逐层递进，纵横配套”的汉语教学模式，对教学体系作了革新。这就改变和突破了按学期时限划分教学级次的传统，创建了零起点八级次两年制基础汉语教学新体制。把汉语教学细分为八个级次，合乎语言习得过程的渐进性，使语言教学级次的区分度和模糊性更好地相结合，便于教学上紧密衔接而逐级递进。按此模式，八个级次可同时开班，能适应外国留学生入学水平参差不齐、在学期限不一等多种情况，解决非零起点学生入学时落差太大和爬坡太难的问题。所以，它的实施很受留学生的欢迎。为实施这个模式，又编写了主体教材《新汉语课本》八册（199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它为坐标再编写口语、听力、泛读、写作等分技能教材，在整体上形成“合纵连横”的格局和规模。而在第一、二级采取“会话、语音、汉字三线并进，逐步汇合”的教学安排。这个模式的教学着眼于尽可能高效率地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所以注意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交际能力之间的转化，注意语言教学与文化的相关性，注意精讲细教与宽泛教学相结合，并且在成绩测试和教学评估等方面确立了一定的规范。这个教学模式，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是也就为国家汉办编制《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所采纳。
1993年我们学院又率先在全国高校中设立外国留学生本科——中国语言文化专业，四年制。这是当时根据多年对来华留学生需求的调查研究和我们自身的办学条件设立起来的。做法是宽进严出，一、二年级学时制，三、四年级学分制，毕业可授予学位。学分不满可延期毕业；中间也允许插班。这是开辟了一条文科留学生教学的新路子，而且事实上也就开拓了一片颇有价值的留学生教育的新市场，因为这正适应了国际上外语教育倾向专业语言教学的新趋势。我记得，1993年首届留学本科生11名，而到2002年第十届就有450名左右；专业也从单一的“中国语言文化”拓展成四个方向：中国语言文化，中英双语，中英国际，国际经贸。为此，更是严格教学管理，把关教学质量，规定毕业生必须达到HSK（汉语水平考试）八级以上才可获得学位证书。外国留学生本科的设立，更使复旦的国际汉语教学自成体系，凸显特色，在海内外也就更具影响力。
办学业绩：全国“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复旦模式的建构和实施，使我们的教学水平、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不断得到提升，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留学生人才，如俄罗斯的留学生杰昵斯担任了自己国家元首普京的汉语翻译，西班牙留学生托马斯连续两年获得ISC国际研究会优秀论文奖。当年我校留学生在历届上海市和全国留学生或外国人的各类汉语竞赛中表现甚为出彩，常获得最多的奖项和最高的奖级。有段时间，亚洲金融危机，明显地影响了全国高校留学生生源，而那几年我校留学生人数却依然走高，甚至还调剂一些生源给某些兄弟院校。至新世纪初，我校留学生又大幅增长，我记得2000年就超过千人之数，甚至显露出一千五百名之数的走向。当时复旦留学生汉语教学的办学规模和学生人数，在上海位居第一，在全国名列第三（前两位是北京语言大学与北京大学）。
同时，老师们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成果在同行和学界也颇具影响。青年教师吴中伟获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优秀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秦湘获同样奖项三等奖。我们的“细分级次，逐层递进”对外汉语教学模式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尽管教学任务繁重，但大家更能坚持搞科研，积极申报各类课题。在1996年，我们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一项。记得，世纪之初有一年，我们向国家汉办申请科研项目，经评审有七个（或六个）立项，是通过率最高的学校之一，立项数占汉办全国范围内立项总数10%以上，位居前列。
世纪之初，国家汉办规划在全国建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我记得，第一次申报建办基地有八所学校，除了我们复旦，大概还有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诸校。国家汉办成立了专门的评审委员会，由中文、外文和对外汉语教学的专家组成。评委会到各校实地考察，全方位了解其教学情况、师资结构、教材编写、管理体制、对外交流，还有设备配置以及有关基地建设的拟想和计划等等。并以打分作出评议，以900分为满分；计算平均分（大概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吧）为总分。我记得，最后揭晓，我们学校大概得830左右，名列第二，与名列首位的北京语言大学差12分，而排名次于我们的学校与我们的分差则高于此。可见，评委会专家对我们学院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这样，我们也就成为首批四个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之一。尽管后来“基地”都未能正式挂牌，但这个“排行榜”上的第二名却正是我校国际汉语教学业绩的一个切实见证。
精彩亮相：主办国际盛会和《当代中文》
2002年主办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可以说是复旦在国际汉语教学界的一次精彩亮相。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是具有世界规模、世界影响的学界盛会。从第一届（1985年）至第五届（1996年）都在北京举行，由北京语言大学为承办的主力。大家希望这样的盛会能易地而办，所以第六届（1999年）就在德国的汉诺威举行的。而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是由我们复旦大学承办的。这得到上海市、学校各方的大力支持，而国际会议的具体工作则由我们学院落实执行和操作。会议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汉学家和汉语教师数百人与会，济济一堂，气氛热烈，论题广泛。而闭幕式则在我校举行，同时展示了我校国际汉语教学的一些业绩。当时，除了北京语言大学之外，我们是全国高校第一家承办这样世界规模的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而且是新世纪的首次盛会。这次会议办得很成功，为我们学院也为复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新世纪之初，国家汉办授命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大三家各编一套类型不同的用于国外的汉语教材。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国外的汉语教材比较杂，而一些有影响的教材如美国耶鲁大学的汉语教材，其语言材料和课文内容又显得比较陈旧。国外学界呼吁希望能为他们提供具有新意的汉语教材。当时三校受命组织力量进行教材编写，决定先到加拿大作调查研究。我院由陶黎铭副院长主事，先后有四位老师与加拿大有关教育机构、汉学家和汉语教师广泛接触，我们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和UBC等校取经，了解他们的汉语教学安排并听课，同他们一些教师结下了合作的友谊。我们复旦新编的是通用性基础汉语教材，要求适应面广。学院决定由青年教师吴中伟担纲来主编这套教材，称名《当代中文》，编有课本4册，汉字本2册、练习4册、教师用书4册，合计14册。这恰好与此前胡裕树先生主编的《今日汉语》作了一点呼应。《当代中文》重在汉语交际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注意汉语结构特点的指明而简化对汉语语法的说解，内容取材于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全书显得新鲜活泼，颇好地适应了外国汉语教学的需要，所以发行甚广，一版再版；而且除了英文版，又不断延伸扩展发行了法文版、俄文版等多文种版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复旦国际汉语教学水准在世界上一次成功而精彩的亮相。
校长印象：不以长官意志发号施令
取得这样的业绩，既来自工作在国际汉语教学第一线、管理第一线、服务第一线的复旦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学院领导尤其是陈仁凤院长的敬业能干，还有赖于当年几任校长的关心、指导和支持。谢希德校长、华中一校长、杨福家校长和孙莱祥副校长等几任领导，他们的身影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们学院。这里就说几件还记得起来的事吧。
当年我乘校车在候车时常会遇见谢校长。她经常出席留学生的开学、结业等活动，见到过我，所以有时候她会问我学院的一些情况，有一次我对她说；“谢校长，我们的老师很想见见您，请您有空来跟我们谈谈。”我真没想到，只过了一个星期，谢校长就打电话给学院领导安排一次教师座谈会。开会那天，她独自前来，没有工作人员陪同，在会上她倾听大家的意见，还不时做些笔记。大家谈的主要是改进和提高教学管理水平的想法和建议。我印象中，这次座谈会后，学院加强了抓教学的力度，进一步完善了有关的教学规范。会后有人说我做了“越级”的事，竟敢不经院领导直接请校长来座谈。至今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违规”。不过，在跟那么平易近人、态度和蔼的谢校长一同候车交谈的当时，我真没什么“级别”的感觉，否则，我哪儿胆敢如此“越级”呢！
华中一校长也不止一次来我们学院。记得有次他来参加全体教师会议，陈仁凤院长主持，内容先是各教研室做汇报和谈打算，而后讨论学院怎样进一步发展。华校长认真听大家发言，他也作了讲话，所讲的内容记不得了，但是有一段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教外国人学好汉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谁都能做好的，让我教，我就教不来。”——当年不少人（尤其某些领导）认为只要会说普通话就能教外国人汉语，看不起对外汉语教学。华校长的话，表示他对我们对外汉语教师的尊重和鼓励，同时或许也不无针对性吧。
杨福家校长也常来学院参加有关活动。一次学院举办教学与科研成果展览，其内容在当时自然还很难跟学校其他传统系科相比，也就是几个玻璃柜陈列着所编的几套教材和若干部论著，还有墙上的图与文。但杨校长还是很高兴地为我们剪彩，并观看展览。可以说，这对于从事新学科开拓的教师们就是一种关心和鼓励。
后来，孙莱祥副校长经常来我们学院。记得，大概是2000年7月吧，有一次他整天参与我们的会议，跟大家对话。他让我们从国家高教发展的大势和本校发展的总体要求来考虑本院的自身建设，又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并帮助我们出点子。当年，为争创“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他鼓励我们要根据国情、从自己的实践中、从同兄弟院校的竞争中、从国际化而又有中国特色的努力中来形成和发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复旦特色。他还很关注我们建构的“细分级次，逐层递进”的教学模式，正是由于他的鼓励和帮助，我们以此申请并获得了上海优秀教学成果奖三等奖。这在当时，是“破”了通常教学评奖中对外汉语教学缺席的“天荒”。孙副校长待人平和、处事务实的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在复旦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十几年，有幸在基层见到几任校长的风采，有着这样的感受：他们对于复旦发展对外汉语这门新学科，不是以长官意志来发号施令、指手画脚，而是注意倾听和尊重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学人员、管理人员的呼声和意见，再加强领导，从而使复旦的国际汉语教学能够以创新的姿态站在全国高校的前列，学校名声也传播于世界。
诚然，复旦的国际汉语教学，为百年校史写下了极有光彩的篇页。但愿其还能续写出新的华章，而不会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偏见和无知熄灭了应该焕发的辉光！
（陈光磊教授，长期从事汉语教学与汉语语法修辞研究，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部主任、教学督导，现已退休。曾任“第二届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研究专家咨询小组成员”等。现任“中国修辞学会会长”、“上海语文协会陈望道研究会会长”、“《当代修辞学》杂志执行编委”等。）
